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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探讨
********************************************************************
蒙古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文化与生活：一个初步的描述与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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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达杰牧师 
(香港浸信会联会差传中心主任)
引言

知名学者王赓武指出，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华人大批地从中国大陆到遥远的外地寻觅工作，这现象日见显著(潘翎1998：10)。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散居全球各地的华人有千千万万；而他们自身不仅凝聚成各个形态、特色不同的华人社群，有很多更是对所居住地产生巨大的影响。[1]或 许因这缘故，近几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 / Overseas Chinese)产生研究兴趣，并且透过多方面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日趋成熟，更成了有用的研究工具，推进了学者 研究“海外华人”的深度。

翻开各种论述“海外华人”的著作，我们一方面留意到有很多国家地区的华人受到关注，例如东南亚各国或美加地 点就是了。但另方面，笔者也发现，至少有一个地区的华人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偏于一隅的“蒙古国”(Mongolia)了！笔者留意到，描述蒙古华人的文 章资料十分稀少，专论著作就更不用说了。本文的撰写，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而作的尝试。

自90年代开始，蒙古国进入历史新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对内则以建立民主宪政及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在这样 的新形势下，很多外国力量和群体都得以进入这块地土上，包括了笔者所属的宗教团体“香港浸信会联会”(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就是这样，我们便于1992年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产生接触，直到今天。笔者也曾于2001年中到过他们中间，体验良多。

本文研究的进路，首先是对乌兰巴托华人群体作一个初阶的民族志描述(preliminary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让我们对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第二步则是尝试从文化角度，尤其是透过“本土化”(localization)、“涵化” (acculturation)及“身份认同”(Identity)等层面作出初步反思，盼望得到一些思想启迪，以加深掌握这华人群体在未来文化发展过程 中所起的变化及种种的可能性。

至于本文的资料搜集方面，基本上是源自以下的七个范畴：

1. 笔者于2004年10月21日成功录音访问了两位经常前往及探访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基督教浸信会牧者，他们分别是T牧师及L牧师。

2. 通过笔者的朋友，现今住在乌兰巴托的C姊妹，她在2004年11月19日成功录音访问了“旅蒙华侨协会”P先生，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K女士(即P先生之太太)，其后她把录音带寄给笔者整理。

3. C姊妹寄给笔者的一些相关文章和资料。

4. 互联网上的资料。

5. 中文大学图书馆书籍及参考资料。

6. 其他参考书籍。

7. 笔者于2001年中在蒙古乌兰巴托的探访经验和印象。

 

除了谈及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外，笔者也想在这里多补充两个要点，以便大家阅读本文时有更清晰的了解。其一是 关于“华人”与“华侨”这两个用词。除非在内文中有特别的解释，本文基本上把它们交换使用，彼此分别不大；其内涵是共通的，而且并非作严格定义，而是采用 一个较宽松及普遍的理解。它主要是指居住在蒙古国有华人血统的一群人，他们绝大部份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假若有些人非来自中国大陆，例如是来自香港、台湾或 日本等，把他们涵盖在这定义内也无不可。

其二则是关于“文化”的理解。整篇论文背后的“文化”理念，是本于一种最基本的观念：“文化”是指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人，从学习中得来的那些一套套的思想与行为(Lavenda & Schultz 2003：14)。[2]换 言之，文化是人在社群中，经过互动而学习得来的一套生活方式，而且，一直传承下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经过多年的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其 一般的思想与行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凭什么现象去知道等等。当然，这样的概念并不排除文化有变迁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大家继续阅读本文时，就必发现这社群 其中蕴藏着种种的变化。

 

一.      蒙古国简史及近况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中国的北疆，并且与著名历史人物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紧紧相连。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上八十一个不同的部落，并且以其盖世武力建立了蒙古大帝国。13及14世纪时，是这帝国最辉煌的 时代，其版图横跨欧亚洲，统管着很多地方，成为地上最强大的国家。14世纪末期，蒙古帝国逐渐衰落，惟仍然维系着部落间的联盟关系。1691年完全受制于 清朝王权，从此被纳入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内。

1921年，当中国政局混乱之际，蒙古民族进行人民革命，宣布独立。并随于1924年正式宣称自己为“人民 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自此她不仅成为前苏联的附庸国，更是一个十分封闭、经济停滞的国家。到了50年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承认 她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身份，但两国的关系自60年代起却是乍暖还寒，直至1989年才正式解冻，并且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的阶段。

90年代开始，前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蒙古趁势摆脱前苏联的掌控，寻求国家真正的自由独 立，并且决心推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 政治上标榜人民的自由选举权，新宪法容许人民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以走向民主宪政之路。至于在经济上则尝试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容许产业私有化，对外采取贸 易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 (Tumurdash 2001 : 14-15, Ganbold 2000 : 39-50)。从这时开始，蒙古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宗教及文化等领域，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国位于亚洲北部非常寒冷的地带，面积1565平方公里，人口约240万，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 一。她的首都是乌兰巴托(Ulaanbaatar)，聚居人数众多，约占32%，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是“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八成，另有哈萨克族及十多个 其他少数民族。官方语言则是“喀尔喀蒙古语”。

自从于1992年通过新宪法后，蒙古即保障了宗教自由，容许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自己领土传播信仰。至于其本身文化传统所倚重的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亦在改革开放后日见兴旺。

当然，我们也可想像到，一个从前十分封闭与贫穷的国家，短瞬间向外开放，不单接受外国经济援助，且更要在政 治、经济、思想及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也引来了不少社会及民生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其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通货膨胀又极为严重。至于街童、 酗酒、家庭暴力、赌博及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一直是改革后叫蒙古政府感到十分困扰的事。除此以外，很多从事农牧业的居民，不断从乡间涌往城市(尤其是首都 乌兰巴托)，形成了所谓“草原移民潮”(新华网 2004a.)，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人口在都市内迅速增长的现象，往往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

但无论怎样，由于蒙古国已下定决心，毅然采取“快速进展”(fast progress)政策，以求尽快脱离前苏联的约束和达致自身的独立(Kubota 2000 : 161)，其果效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社会及经济的物资已丰富多了；很多新科技、新的通讯设备及新的营商组织均陆续出现。这一切一切，都见 证着当今蒙古社会所进行的巨大且颇见成效的变更(游伟业2004：183-185)。

 

二.     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演变概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很多华人移居蒙古乌兰巴托发展和工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编辑委员会 2002：320)。现今仍留在这里的，主要是1950至1960年代逃难到此的中国公民。在50及60年代的日子，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又进行“大跃 进”，结果导致很大的饥荒，民不聊生。大批穷乡僻壤的中国人遂逃荒到蒙古寻求新生活，包括有山西省的华人(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58)及河北省的华人(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2001：165)。由于他们地位低微，寄人篱下，自然成为二等公民(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58)。再者，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决裂，亲苏的蒙古政府不惜采取排华行动，于是中蒙关系恶化，就连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的航机也 要停航。两国处于剑拔弩张的作战状态，留在蒙古的中国人，自然受到歧视。”(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59)

到了1983年，留在蒙古乌兰巴托的华人估计有9,000至10,000(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而对蒙古华人社群的发展来说，这年更是关键之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蒙关系再次恶化。蒙古发动排华活动，政府劳动科部门，限期勒令侨居蒙古的 华人，离开乌兰巴托，迁移到外省农场居住，并规定若不遵守，便须立即离境返回中国(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3；《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2000：291)。结果，这一新措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大量华人返回中国原居地。 大概从90年代2004年，留在乌兰巴托的华人，较为准确的估计应该是1,500至2,000人左右。[3]
诚然，在蒙古的华人，其实不仅是1,500至2,000人的数字，还应包括其他近年移居过来、流动性较强的 经商人士或公务人员在内。他们分散在乌兰巴托及其他城市中。按中国驻蒙大使馆提供的资料，约有4,318人(新月文摘 2004：3)。不过，这群华人基本上并非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在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中，有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几十年来把各方人士维系团结起来，它就是“旅蒙华侨协会”。 这个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组织，成立于1952年，是旅蒙华侨唯一的侨团组织。其宗旨是为旅蒙的侨胞服务，并保障和发展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大体来 说，其实质工作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是配合中国驻蒙大使馆，做好侨务工作，并帮助及关怀当地的华人；其二是办好华文教育，提高当地华人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其 三则是近年才发展出来的，就是创办股份有限公司，透过经济活动，提升当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简言之，它是一个内务、外务都兼顾的民间组织，也是我 们要认识当地华人社群生活和文化的“枢纽点”。

自从1994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蒙古，签订了中蒙友好合作协定，加强双方的睦邻关系后，中国与蒙古在政治互 信、经贸往来及其他人文教育等领域日益加深。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出访蒙古，会见蒙古总理赫巴业尔及其他代表，再次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 (天健网新闻中心 2004a.，新月文摘 2004)。在这样的开放和互利的国家政策下，蒙古政府对中国公民入境探亲定居，以及对当地华侨回乡探亲的政策，也都不断放宽和调整(《华侨华人百科全 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2000：291)。

整体而言，近十多年来，受着蒙古国各领域急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活动空间不断的增大，发展机遇较从前为多，而低微的社会地位亦有所改善和提升，甚至华人新侨居此地的数目似乎也在上升中。

三.     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生活形态面面观

为了使我们对这一群生活在异乡的华人社群有更全面的认识，今尝试从七个范畴来作进一步的理解。这七个范畴分别是：1.语言、2.家族关系、婚姻与家庭生活、3.住屋与居住环境、4.经济活动、5.政治取向与连系、6.文教事业及7.宗教生活。

 

1.       语言
这几十年来，华人社群彼此间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华语”(即“普通话，他们在当地多称为“汉语”)，特别 是在公开场合中，这是最理想的沟通工具。当然，由于他们来自的中国省份也不尽相同(例如有河北、山西或内蒙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乡方言。所以，在家中一 起的时候，他们多会以家乡方言来谈话，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造成这种以“华语”为主的情况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他们社群中有华文学校的存在。在乌兰巴托，绝大 部份华人都曾在“华侨子弟学校”(或后称“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接受汉语教育。因此，一般来说，他们在阅读及书写中文上都很强，而在使用华语作沟通工具就 更不成问题了。

至于“蒙古语”方面，一般来说，打从少年人至中年人的一辈(约指40-50岁)，他们在“听”及“讲”方面 都没有大问题，惟在阅读及书写蒙古文这点上则显得不太流畅，仅是一般而已！至于就年纪更长的老一辈华侨来说，“蒙古语”就显得陌生了，甚至是完全不懂 (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2.       家族关系、婚姻与家庭生活
在20世纪上半业移居到乌兰巴托的华人，他们彼此间都有很强的亲属关系。因此，在定居期间，多是以“左邻右 里”方式安顿下来，遂形成了一种“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的生活方式。经过数十年后，几代同堂(三代或四代)的情况也是常见的。一位“知情人”(informant)曾说过，当他年少时候(约在 60年代)，就普遍看见这样的情景。不过，随着社会的新发展，年经的一代往往在结婚后就迁往他处。近几年来，三、四代同堂的景况几乎是没有了(P先生、K 女士 [访问] 2004)！

从“年龄层”的角度看，整个社群年迈的长者所占的比率十分少，而成青群体(30岁上下)、中年群体(50岁 上下)及少年儿童群体(10多岁上下)亦较明显见到；可说是有清晰的“三代现象”了。不过，若就数字来说，年青人在比例上则较多，估计占整体数字一半以上 (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至于在婚姻方面，早期主要都是在华人圈子中进行，就是说，以华人为结婚对象，甚少与蒙古人通婚。60至70 年代，大家都是按着传统的华人习俗，由父母亲为儿女安排婚姻。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都要听从，不得反抗(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59-164)[4]不过，近年来，年轻的一代华人也多与蒙古人交朋友，甚至彼此通婚的现象亦开始增长，但大多数仍是男华侨找当地的蒙古女孩为结婚对象(新月文摘 2004：3)。

在这华人社群内，由于居住的范围并不阔大，各个家庭间都常有来往。有些当地华侨曾如此描述说：“我日益沉迷 搓麻将”(冀秀华 2003：18)，或“天性不懂得团结，乃华人一大缺点，在蒙古的华人除赚钱以外，比较喜说闲话、打麻将、赌钱……”(沈前睿 2004)，这些话听起来较为负面，我们毋须尽如字面所述的百分百接受过来，但它确带出了华人的生活点滴状况，就是他们除了出外做生意外，他们会花时间彼 此交往，尤参与家庭式的娱乐如打麻将等。谈到彼此交往，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惯于“串门子”，意思就是喜欢互相作家庭探访，多聚集一起谈天说地(T牧师、 L牧师 [访问] 2004)。

当传统的中国节日到了，诸如农历新年、中秋节及冬至等，这里的华人也会相聚一起庆祝，以增添生活色辨。至于 到了蒙古国的“国庆日”时(即“拿单节”[Naadam Festival])每年逢7月11至12举行)，在蒙古出身成长的年轻新一代，也会起来参加庆祝。像其他蒙古人一样，他们会参观摔跤比赛，又会吃羊肉， 一起喝酒欢欣(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50至60年代，当地的华人曾组织戏班，且经常安排在某间戏院中唱戏，使大家可以一起相聚看戏，娱乐一番。 不过，现今这戏院已拆掉，戏班也没有了。而在60至70年代，中国驻蒙大使馆也经常于春节期间安排电影招待会，邀请华侨一起出席，让彼此得以开心过年，关 系又得以加深(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而在华人社会中“红白二事”方面，这里的华侨大都是按着旧有的传统方式进行。结婚庆典通常十分隆重，婚期前 的一星期，早就在家中准备好各方佳肴，菜式有八碗、十六碟。到了“回门”时，更是增添至十六碗、三十二碟了。但近年“办喜事”形式也起了一些变化，新一代 年轻人结婚时，倒是喜欢“包饭店”，在饭馆里举行中式饮宴。至于在丧事方面，穿白色孝服，披麻戴孝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有，年老者也惯于提前把各样“寿材” 准备好，例如把造好的棺木放在旁边，等候适时使用。总之，一切一切的做法，都属“老传统”吧(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还有，闲来在家中时，因具备天线接收中国卫星电视，他们也会观看电视，或听听收音机；有时是接收中国广播的节目，有时则收听在乌兰巴托“蒙古华语广播电台”所播放的节目(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3.       住屋及居住环境
谈及当地华人的居住问题，我们可以简单说 — 住屋质素及环境都相当差！

这里华人社群居住的地域属乌兰巴托市的边缘，称为“百户区”(Chung Ai Area)，类似一般人所理解的“贫民窟”。由于是一个特别的区域，这里的房屋，其建屋材料主要为泥、草及木材，质素并不理想。况且，各人可自行建造房 屋，建好的楼房毋须经过政府人员检验就可居住，安全性并不可靠。还有更不足之处，就是水、电及暖气的供应都常常缺乏，叫人每天的生活遇到不少困扰。而住屋 与住屋之间多以泥路来连接，平常只见沙麈滚滚，但到了下雨天，就化作泥泞，走路就更辛苦了！相比于其他市内发展区域的楼宇，它们的建屋材料较为上乘，而且 落成后基本的设备都较齐全。显而易见，华人所居住的环境真的并不理想(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

当然我们也晓得，有少部份较为富裕的华人，他们都先后搬离开这个贫困环境，住在市内较为舒适且设备齐全的地 方。然而，人数相对是较少的。其实，住在鸟兰巴托的华人，一般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差，他们能与一般的蒙古人生活水平看齐，甚至可说还高一点，为什么至今 仍须住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4.       经济活动
究竟在乌兰巴托的华人是怎样去维持生计呢？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那一些工作呢？当地的华侨几年前曾经透 露，蒙古国内的失业率，蒙古人是50%，而华人则是80%(香港浸信会联会海外传道部 1993：12)。这样说来，仿佛华人社群的生活都是贫穷潦倒、坎坷难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每天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望天打卦的。

原来近十多年来，当地华侨的谋生方式，主要是靠自己作“小本生意”/“小买卖”(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5]， 按“旅蒙华侨协会”P先生在2004年的访问中透露，有70%的华侨是从事“小本生意”的 — 他们前往中国“办货”，购买很多生活日用品，例如：服装、皮鞋、牀、食品及水果等等，然后拿回乌兰巴托市场作自由买卖。此外，也有一些华人，在自己家中后 园种上各种瓜类素菜，除自用外，有余的也拿出市场作买卖(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透过这样的小型买卖方式，带来的收入也不算差。所以，这里的华人生活其实并不比蒙古人差，总不属于最贫穷的一群(中信传书 2004)。但除了作“小买卖”外，也有一些华人去开设商店或小餐馆，惟在比例上不算多，估计约有20多家(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至于从事较大型的企业活动则寥寥无几，大概只有5至6家(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究竟大企业发展从何而来的呢？原来从1990年代开始，由于蒙古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与中国建交密切关系。其后双方的贸易逐渐活跃及频繁起 来，其中便有极少数的华人，大胆地从事企业，以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投资建筑行业，以制砖为主(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0-161)，也有人则以开采金矿及发展肠衣贸易为主(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2-164)。

除此之外，近年由于中资企业在蒙古的发展迅速，他们为了与蒙古人有美好的沟通，遂聘请一些懂蒙古语的华人作翻译，这也算是一门最新兴起的华人行业吧(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

 

5.       政治取向与连系
住在这里的华人社群，其政治取向与表态是相当鲜明的，且往往都是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兹举一些例子来 说明：(1) 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旅蒙华侨协会”就曾于2001年2月2日发表声明，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残害生命及侵犯人权。他们也表态支持中国政府采取 果断措施取谛“法轮功”的决策，认为是英明及正确的(新华网 2004b)。(2) 对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旅蒙华侨协会”亦于2004年8月14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对日本领导人这一错误 做法表示强烈愤慨(中国网新闻快讯 2004)。(3)“旅蒙华侨协会”副会长也清楚表示，他们是在中国驻蒙大使馆的领导下生活，认定大使馆是当地华侨的“父母官”。他们决心与祖国保持同一 阵线，例如有关“台独”问题，他们是坚定地与祖国人民一起，坚定反对“台独”，谋求国家统一(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华人社群有这样的政治表态，相信也是因他们常与中国驻蒙大使馆有着紧密的连系所至。每逢华侨协会有重要活 动，例如晚宴或学校庆典等，他们都会邀请领事来出席；而在春节期间，大使馆亦会设立招待会，邀请众多华侨代表欢聚一堂，表演助庆。通常领事藉着这个场合， 一方面表达祖国关心他们，另方面也勉励当地华侨须为祖国现代化及统一献上一分力量(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深圳之窗国际新闻 2004)。尤有甚者，“华协”代表更曾与领事馆大使于2004年的春节期间进行家访，探望高龄的“老华侨”并致送慰问金(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相信透过这样紧密的交往与连系，促使当地华侨在政治态度上与中国政府十分吻合和同心。

其实，这里的华人社群不仅与中国驻蒙大使馆有紧密的连系，他们也与所属的“侨乡”息息相关。就如先前提及， 这里的华侨有很多是来自山西省的；是以今年 [2004] 8月1日至8日，山西省就曾组织一个一行五人、名为“山西省侨联赴蒙古访问考察团”，前往乌兰巴托作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以了解当地华侨华人的现状、历史 及华文教育概况等。在逗留期间，考察团拜会了中国驻蒙大使，访问了旅蒙华侨协会和旅蒙华侨友谊学校，参加了旅蒙华侨的联谊活动，走访了部份华侨家庭，亦与 旅蒙华侨协会常委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校长等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山西侨联 2004)。

由此可知，在乌兰巴托的华人，都经常与中国政府代表有着紧密的交往，并在政治社会上有多方连系。

 

6.       文教事业
关于这里华人社群的文化教育事业，我们可从三方面来探讨和了解：①办学工作；②华文报刊及③汉语热。

 

①办学工作

谈及办学工作，最重要是认识几十年来这里的华人社群怎样为华文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奋斗和努力，并最终见到美好的成果。

在50年代乌兰巴托的华人群体，大致上可分作两类型。其一为中国政府派往蒙古的技术人员或企业人才，他们的任务是要援助蒙古国的发展。其二则为大量从中国移居此地的华侨，他们是为了生活而迁徙到这里。这两类型的华人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

过去，蒙古国一直对此等华人的教育问题(尤其是第二类)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而华人亦难于进入当地的 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华人自己兴办学校就是一个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1957年，中国政府乃决定在乌兰巴托成立“培才学校”(即“援蒙员工子弟学 校”)，主要为解决驻蒙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惟过了不久，由于“援蒙项目”不断减少，驻蒙人员递减，办学的需要性也就没有从前那么强了。到了1976年， “培才学校”校址也正式移交蒙古政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编辑委员会1999：198)。

另一方面，我们须注意到，在50及60年代，移居乌兰巴托的华侨数目并没有减少。由于“培才学校”主要 只是招收援蒙工人的孩子，因此，处理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有很大的逼切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华人社群中的“旅蒙华侨协会”便在中国驻蒙大使馆的 协助下，于1964年成立了“旅蒙华侨子弟学校”，展开了以汉语为主的华文教育工作。而华人社群中的父母辈，亦十分喜欢把子女送往这间学校就读，以求培养 子女成才。

然而，一直以来，由于蒙古政府对这所学校并没有提供资源，而且中国与蒙古经常出现的冷淡关系也影响了它 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成立后的三十多年，“旅蒙华侨子弟学校”都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下求存。以下的两段文字，或许有助我们了解它当中办学的苦况，并那些从事 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奋斗与理想：

 

侨校自创建以来，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校舍简陋，资金不足，师资短缺；没有教科书，老师自己刻印； 冬季自带柴煤，解决取暖问题。校舍几度搬迁，每况愈下。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旅蒙华侨协会团结广大师生和侨胞，在驻蒙大使馆、国务院侨办及各界朋 友的支持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排除种种干扰破坏，坚持把侨校办了下来。(江仙梅2004)

 

这间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培才学校，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命名的。它是全蒙古唯一的华文学校，学校外 观虽然破烂不堪。但校内有教学楼、体育馆等，设备倒也齐全。江校长回想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学习条件和校舍设施比较简陋，尤其到了冬天，气温降至零下 三、四十度，纵然生了火炉取暖，学生们还是不能脱去外衣上课，相当艰苦。(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4)

 

进入90年代之后，因着中蒙关系不断增强，学校的办学环境与条件也逐步获得改善。自1991年开始，它 更回应蒙古家长的要求，正式招收蒙古学生。而由于当地华侨家庭增添的子女不多，入学人数相应减少，“旅蒙华侨子弟学校”遂于1998年改名为“旅蒙华侨友 谊学校”，以表明愿意招收各方人士的子女，作育英才。现今这所学校为一间十年制华人学校，全日制学生人数约360人，其中八成是蒙古人。

由于原有的校舍经过多年来的使用，破烂不堪，后经中国驻蒙大使馆、中国国务院侨办及香港浸信会联会在金 钱资助及其他方面的协助下，新的校舍于2001年建成，学校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江仙梅 2004)。2004年9月1日更是重要的日子，是该校建校四十周年校庆。是日有盛大的庆典，有近1000名嘉宾出席庆贺，其中更包括了蒙古教育部、中国 驻蒙大使馆、北京市侨务办、内蒙侨务办及香港浸信会联会等代表(网易新闻中心 2004)。

总的来说，按该校校长江仙梅女士的心愿，是盼望透过这所学校，除了可满足蒙古人的教育需要外，更能把中国文化一代代薪火相传，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又促进中蒙两国人民间的之友谊。

 

②华文报刊

蒙古国华人报纸最早期创刊于1929年9月1日，名为《工人之路报》(周刊)。由蒙古工会主办，从业人 员皆为华侨。这份刊物主要向当地华侨介绍蒙古党与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及蒙古和国际的重要消息。1953年，蒙古将该报移交中国旅蒙华侨协会管理。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为该报的鼎盛时期，发行量达到五千份左右，成为当地华侨及中国援蒙员工的精神食粮。

1959年底，中国旅蒙华侨协会将该报移交蒙古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1964年10月再改由蒙古通讯社 主办，并改名为《蒙古消息报》。其后到了1980年代，因中国援蒙员工陆续回国，华侨逐渐减少，《蒙古消息报》于1990年停刊(《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 闻出版卷》编辑委员会，1999：76-77)。

但近年来，每周一期的《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又再出现，虽仍由蒙古通讯社主办，但中文版一页之内容则全交由“中国驻蒙投资企业总商会”负责，主要报导有关企业状况及蒙古法律等(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③汉语热

近几年来，蒙古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中文热”，就是愈来愈多蒙古人愿意学习汉语。这股热潮得以形 成，主要原因乃因中蒙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在科学与文化领域上有进一步的开拓，再加上中国国际地位亦日见提升，“汉语” — 作为与中国人民沟通的桥梁，自然受到高度的重视(福建乡音网 2004)。

过去，蒙古政府最重视的外语为“俄语”及“英语”，现今则加强推动人民学习汉语。按乌兰巴托教育局副局 长包勒玛说：“目前，该市有国立中小学校110所，其中有10所学校开办了汉语班，开设汉语班的私立学校更多。”(福建侨报 2004)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也受到影响。“旅蒙华侨友谊学校”为了满足需要，也特于周六及周日举办“汉语补习班”，现今有200多人参加，其中 绝大部份是蒙古人。如今已举办了五年(即第五级，最终可到第十级)，毕业时参加者都可拿到正式的毕业证书(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7.       宗教生活
在这里千多人的华人社群中，于90年代以前，宗教气氛看来并不那么热烈。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特定的信仰，在家中并没有上香和摆放祭品的习惯，连一般的民间信仰、拜祖先或“拜神”的方式都没有。[6]自 然而然，对蒙古人的喇嘛教也就认识更少了。分析原因，或许是因他们的背景，一直受到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影响，所以宗教气氛并不明显(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然而，近年来也有机会见到一些家庭摆放了与喇嘛教有关的饰物，有可能是他们逐渐对喇嘛教产生兴趣(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再者，华人身处在蒙古社会中，也会“入乡随俗”，受到他们一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例如开车经过某山头时(认为是神仙居住之处)，会在同一地方扔 三块石头，或放点钱，以求神仙保佑一路平安(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1)。

另一方面，自从1992年开始，基督教信仰正式进入他们中间。这一年的8月，香港浸信会联会差派了一队考察 队，前赴乌兰巴托探索及了解当地开拓福音工作的可能性，“当地有华人得悉有香港基督徒到了蒙古，就主动与考察队接触，并邀请考察队众牧者到他的家庭探访， 还表明想认识福音。结果在考察队离蒙之前，这个家庭十位成员都决志归主，香港浸信会联会自此揭开了在蒙古的发展福音工作的序幕。”(游伟业 2004：186) 其后数年，香港浸信会联会也安排了很多短期福音队及传教士到他们中间继续服事，并且取得很理想的果效。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信主的华侨不单建立基督徒团契，其后更于1998年正式成立一间独立的、唯一的华人教会，名为“恩典基督教会”，基督徒人数约40至50人。这教会同时亦成立“呼声服务中心”，专门向华人社区提供各式各样爱心和关怀的服务。[7]
香港浸信会联会在这里的工作，除了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外，她更花了很多资源来协助“旅蒙华侨子弟学校”的重建 和发展。就笔者所知，香港浸信会联会曾捐献美金四万元，帮助新校舍的兴建。在该校创校四十周年庆典上(2004年9月)，她又捐出十部新电脑及三部翻新电 脑作为贺礼(C姊妹2004)。现今当“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打算提升学校教师质素，协助他们返回中国接受短期在职训练，以求最终取得大学学位时，香港浸信 会联会亦乐意提供训练津贴，使他们无后顾之忧(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

总的来说，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近十年来的宗教气氛，虽然并不算浓厚及普遍，但总较从前明显多了。

 

四.     初步的文化观察与反思

现在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再仔细分析上述所描述的，盼望可更深入了解这个华人群体的形态特色，及其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兹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1.       “本土化”的程度

住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群体，从20年代算起，相信至今已有四至五代。但假若以50至60年代来计算，则应该起 码也有三代了。这几代的时间并不算短，理应蒙古人与华人有着很多交往与互动，甚至彼此影响，产生文化变迁。不过，事实并不一定如此的。从“本土化” (localization)的角度看，我们或会得到另一个印象：乌兰巴托华人群体“本土化”的程度似乎并不深入！

首先，我们须知道何谓“本土化”。按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所说，它是指向“一个成为本土的过程，期间涉及对本 土的地理及社会环境作出文化调整，又认同自己为本区的一份子。而文化上的适应并非仅是被动地接受本土力量的影响，它更是主动的参与和创新的。”(Tan 2004：23)[8]我 们看见，生活在蒙古社会及地域中的华人社群在自己文化上的调整并不算多 — 华语及家乡方言的使用最多；华人社区自成一角，家家户户内在的交往较频繁；喜欢收听来自中国的广播及观看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继续持守中国的传统节日；婚 姻关系维持在华人圈子内；婚丧二事多跟随古老中国的旧传统、旧仪式；坚持对华文教育的传承及学习；心系远方祖国(中国)、并喜欢多与她建立多方连系……

当然，笔者必须补充说，这并不指这里的华人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容纳一些蒙古文化的元素，或尝试在新环境下作出 新的变化。其实也有一些的，例如：有不少华人懂蒙语；年轻一代结婚时在饭店举行饮宴；华人娶蒙古女孩子为妻的现象现今较明显；一些华人逐渐搬离原来的聚居 地，可更直接与蒙古人交往；年轻华人也参与蒙古国庆活动；华校接收更多的蒙古学生，课程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总的来说，这种变化仍不算深入，更不 是华人社群整体上主动参与和融合创新。因此，笔者感到她在形态上仍以传统中国文化色采较为显著，没有较深入地扎根在乌兰巴托的社会文化脉胳中。是的，就 “本土化”而言，这里的华人群体看来似仍未够深入。

进一步来说，一个已本土化的群体，其“心态”上是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有同属“一家人”的感觉；其对所居住的 “地域”有强烈的归属感，不离不弃；而其对“本地社区”甚至是政治上的事务，也有较为积极参与的表现。观乎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笔者未敢武断，但看来他 们似乎在此等层面上仍有差距，仍须多作努力！

 

2.       “涵化”的进度

与上一点息息相关的，是探讨一下乌兰巴托华人群体的“涵化”(acculturation)进度究竟如何。 笔者简单评估说 — 也不强！陈志明教授告诉我们知道，“涵化”是指某一个族群(例如A族群)或其部份人口，当与另一族群(例如B族群)连系之后，A族群中某些文化特色便与B 族群中相应之地方变得相似或类同。这样的文化变迁是出于两个族群中的人经直接的接触而得来的。这个“涵化”过程可以是“双程的”(two-way process)，但更多时候，它是指“少数族群”(minority)处身在“多数族群”(majority group)中所作出更大程度的社会及文化上的调整。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两个族群都没有失去其原来的“族群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ies)(Tan 2004：25)。

从先前的描述与介绍，我们确知道，乌兰巴托的华人数目，相比于蒙古全国众多人口，无论从那一个历史阶段来 看，她都是一个“少数族群”。经过这么多年两个族群的直接交往，我们理应看到华人社群在社会与文化上向蒙古传统作出更大的调整。可是，从上一点本土化程度 的分析，我们并未见到这里的华人文化，有明显的大幅度的调整和适应；表明了华人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融合在蒙古这个“多数群体”的文化中。 所以笔者说，其“涵化”进度并不强。

 

3.       “身份认同”的定位

“本土化”不深，“涵化”亦不强，最直接的互动结果，就是促使华人群体在“身份认同”(identity) 上投向自己原来所属的祖国和家乡 — 中国。在这里的华人社群，不仅在“族群身份”方面(ethnic identity)主观认定自己是华人，在“文化身份”方面(cultural identity)亦以较传统的华人文化与习俗作为客观表达的方式；尤有甚者，他们更以带有政治导向的“华侨”身份为荣。何谓“华侨”呢？按“海外华人研 究”这门学问的通用理解：“华”是意味着跟“中国”有关的用词；“侨”是“暂时侨居在某个地方”的意思。两者并合起来，“华侨”一词的称谓，经常是指侨居 在外国的中国人(潘翎1998：16)。换句话说，“华侨”的心态是认定自己有“中国公民”的身份，现时只不过是暂居外地而已；其政治效忠对象是中国，并 不是所居留之地(应用在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身上，就是指“蒙古国”了)。

这样形式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我们大概都可看到。具体来说，一些用词如“旅蒙华侨协会”及“旅蒙华侨友谊学 校”，在谈话中表达自己是“华侨”；又或经常与中国驻蒙大使馆保持紧密的关系等等现象，都显明了这种以“华侨”身份为荣的心态。所以这里的华人领袖，会感 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拥有的仍是“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处身在蒙古国，属“第一线”的人，其人生重要的任务是：�把“侨务”工作做好；‚把中华文化发扬 光大；ƒ为中蒙两国的友谊，发挥桥梁及纽带的作用(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看来就是这样，许多华侨都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加入蒙古籍的人很少，只有156人(新月文摘 2004：3)。

 

4.       “社会及政治”的因素

造成上述三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多年来华人社群完全不肯主动开放，以致他们在本土化、涵化及身份 认同层面上画上明显的界线，以示与蒙古民族有清晰的分别么？笔者认为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一个更大的处境动力，就是社会及政治上所带来的种种障碍。经过 多番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人社群作出综合分析和比较后，陈志明教授指出，导致一个群体在“涵化”上只偏向较小程度，其中部份因素是：�华人群体较独立地自 成一角吗？若是的话，就较难在经济及社会层面与本土文化产生互动。‚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政策是否开明，是否有民主与自由？若不然，“涵化”就不易。ƒ有族群 歧视吗？少数族群与其他族群可得到同等的社会经济机会吗？若受到歧视而失去同等机会，“涵化”就难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social mobility)容易吗？华人若不易进入更高社会阶层，“涵化”就困难得多了。…华人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吗？若缺乏国家提供的正规教育，只能以华文 教育为主，“涵化”就显得困难(Tan 2004：55-57)。

我们若用此等准则去评估过去几十年，华人社群在蒙古国的经历，很快就发现确有很多负面因素，是源自更大的环境因素，导致华人在文化及社会层面“涵化”不强。影响所及，他们就无法扎根于本土社会，只能坚持原有的中国身份认同了。

是那些负面因素呢？兹再扼要举例说明：60年代及1983年蒙古对华人社群的政治压迫；华人住宿环境的恶劣 与规限；进入蒙古大学十分困难，只有接受华文教育；禁戒华人参政；入籍及出入境方面的种种限制等等。其实，时至今日，在蒙古民间社会中对中国仍存有一些忧 虑和戒心，例如“中国威胁论”或“收回蒙古”的言论等(新月文摘 2004：3)。这些都是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以外的因素，是华人社群所无法控制的；但其出现却会促使中蒙两个族群的文化无法作出更深广的交流与融合。

 

五.     结语

在本文里，笔者整理了多方资料，并尝试从文化角度，为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思想与行为作出一个定位。笔者发 现，从“本土化”、“涵化”及“身份认同”的概念去理解，这里的华人群体看来与地区文化融合仍未够深入，且较倾向于持守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身份； 但无可否认，一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仍是有改变的，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年青一辈的华人身上发现更多。

造成这样的景况，主要是受限于中蒙两个之间的政治、外交和社会所引发的约束力量，多于是华人社群自身不愿寻求文化更新与调整的因素。但随着1990年代开始，蒙古国政治经贸形势有大逆转，改革气氛浓厚，社会空间加大；接纳华人并容许新的文化互动机遇似已临到。

过去，靠着一些华人领袖对中华文化理想的坚持，特别是通过华文教育系统，华人社群得以凝聚力量，渡过了几十 年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上的熬炼。随着华校新校舍的落成，成了中蒙文化交往的新平台，加上“汉语热”的流行，她算是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相信只要他们 敢于突破，以更主动和开放的态度，与当地的蒙古人及蒙古文化交往，“本土化”及“涵化”的过程将会加快，而文化的融合性也会加强起来。不过，“身份认同” 方面则可能产生新的变化 — 现今年轻的一代及其子女，假若日后在言语、文化及风俗习惯上更融入当地社区，甚至归化蒙古籍的话，则其“华侨”心态会逐渐消失，代之而有的是“本土人”的 身份。换言之，他们将会从“落叶归根”阶段(仍以中国为本、为故乡)，逐渐转变至“落地生根”(转以蒙古为本、为新家乡)阶段。

为何有这个预测呢？因为全球各国各地，很多华人社群，经过几十年到百多年的发展，早已有这样的经验了。参考 这些经验，将有助我们去前瞻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发展，并作出相应的文化准备。这样的理解，其实就正是陈志明教授所提出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 (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的概念 — 透过不同华人社群的文化比较，更能明白华人文化的传承、转变及族群认同等问题(Tan 2004)。奇怪得很，近代中蒙两国人民在乌兰巴托的交往至少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若论及双方有真正文化的互动、融合，甚至创新，则似乎到了今天，历史处 境才提供了一个真正适切的社会际遇与文化气氛！

最后的话，本文是基于有限的资料和视野而作的分析，一切的结论，都只属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已。日后若有人提供新的知识、观察和资料，笔者乐意纳入其中，并有需要的话，作出相应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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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今华人社群分布于东南亚、美洲、澳大利亚与大洋洲、欧洲、东亚、印度洋与非洲等诸多国家内，并且很多都带有一定的影响力(详见潘翎1998)。

[2]英 文原句是： “Culture is understood as refer to learned sets of idea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acquired by people as members of society.”

[3]本 文读者可留意以下的说话和评估：�在“旅蒙古国华侨协会简介”中，提及旅蒙华侨共约2000人。‚“旅蒙华侨协会”副会长于2004年11月19日接受访 问时指出，留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约有1500多人，若包括近年来到蒙古，但分散住在其他城市的华人，则大概有2000人(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ƒ几年前香港亚洲电视台派人到蒙古乌兰巴托访问住在这里的华人，制作电视特辑“寻找他乡的故事”之“蒙古篇：风雨大漠”，撰稿员王晓虹曾说 过：“蒙古的华人社会本来就小，才一千多一点的人口”(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4)。„当地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领袖沈前睿说过：“据官方的统计，蒙古约有1700位华人”(沈前睿 2004)。…另一位当地华人教会领袖：“呼声服务中心”董事会主席冀秀华也说过：“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乌兰巴托市的华人，为数约千五人”(冀秀华 2003：18)。†至于中国驻蒙大使馆则指出，截至2003年底，华侨有1009人(新月文摘 2004：3)。这数字较低，可能是专指“成年人”的数目，并未包括少年及儿童在内。从上述的资料推断，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约有1500到2000人，应该 跟实况相差不远。

[4]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接受我们访问的P先生、K女士，就是经自由恋爱而踏上结婚之路的一对。

[5]一位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年青华人也曾这样说，“勤俭持家是华人的美德，故华人在蒙古的生活条件较好，多以做生意为主。”(沈前睿 2004)

[6]不过，笔者也曾接触过一份资料，说到当地华人，仍保持着传统的中国信仰(温志文 2004)，不知道所描述的真实程度是如何。

[7]若想多了解这个服务中心的事工类型和使命，可参阅文章〈生命的转折点〉，载《万族万民》第44期，2003年1–3月，页18。

[8]英 文的原句是：“By localization, I mea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local, which involves cultural adjustment to a loc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dentifying with the locality.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involved is not merely a passive process of being influenced by local forces but also on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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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表示本文只从人类学角度去了解一个华人社群的处境实况，并没有从宣教观点作出反思；这方面须留待读者自行思考。本文完成于200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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